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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点重构治理路径模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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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补充并丰富国内对农村居民点重构治理路径模型的理论研究，针对不同重构模式探索治理路径的选择

方向，提升农村居民点重构治理的实践绩效，该研究 1）比较分析了不同农村居民点重构的差异特点，区分识别

了当前农村居民点重构的 3 种典型模式：“拆迁型”、“建设型”和“保留型”；2）在简要回顾 2 个经典理论的

基础上，构建了全新的治理路径分析框架：“光谱-阶梯治理路径”；3）针对不同重构模式选择了广西省柳州市 3
个典型案例对治理路径及绩效优劣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发现不同重构模式相对适宜于特定混合型重构治理路径，

治理路径的选择应考虑主客观状况的匹配程度，充分体现政府、市场和民众的公共资源多中心治理。在当前中国

的现实条件下，只有注重政府推动、市场配置与农户构想的有机统一，并在治理路径中额外加强政策支持、引导

和监管，才能确保农民作为重构活动的主体地位，切实促进农村居民点重构的治理效果最优，充分实现土地利用

的规模化和集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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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当前，农村居民点重构肩负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历

史使命，已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现代农村发

展的必然趋势。中国集镇和村庄普遍存在形态、布局、

用地散乱，用途与功能配置不合理，生产、生活功能

配套缺失等问题[1-3]。2010 年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接

近 19 万 km2，是同期城镇建设用地的 2.4 倍[4]；随着

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和农村人口净减少，普遍存在农

村“空心化”和住房闲置问题。在用地结构不合理的

同时，大量新增农村居民点用地占用优质良田的违规

现象也对严格保护 12 000 万 hm2耕地红线造成了极

大压力[5-7]。此外，农村居民点往往基础设施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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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隐患较大、环境卫生恶劣，严重影响了农民生

产和生活环境，亟需进行居民点整治重构。 
有序推动居民点重构的开展已然成为社会共识，

然而在具体实践中，不同模式下的农村居民点重构实

践绩效依然欠佳[8-11]。居民点重构治理路径中不甚合

理，公众参与的深度、广度、积极度均显不足，治理

的“权责利”分配机制和监督机制均不够健全，导致

居民点整治项目实施效果不佳。因此，在科学识别农

村居民点重构模式的前提下，针对不同模式农村居民

点重构治理路径选择的优劣将直接关乎居民点重构

的成败[12-15]。本研究立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转型政府

治理、推动市场治理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大背景，按照

“模式识别—理论研究—实证比较”的逻辑主线，在

识别不同农村居民点重构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对威廉

姆森治理结构光谱和公众参与阶梯的理论分析，构造

光谱-阶梯治理分析框架，并据此以广西省柳州市河

东村、静兰村和四合村为案例进行比较分析，以探寻

合理的治理路径设定模式，提高重构的整体性和综合

性，实现土地利用的规模化和集约化，为推动农业增

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奠定坚实基础。 

1  农村居民点重构模式识别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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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的存在，中国不同区域的农村居民点规模与形

态、超标面积、用地结构不合理和体系缺陷等方面

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而针对农村居民点的不同形

态和布局需求，需采取不同重构模式。国内学者对

于农村居民点重构模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

城镇化引领型、中心村整合型和村内集约型等空心

村综合整治模式[16]，宅基地置换、村庄归并等居民

点整治工程模式[17-18]，但当前对于模式分类还尚未

形成统一的认识。张正芬[19]等认为重构模式主要有

拆除、归并、内部整理 3 种，曲衍波等[20]认为应分

为中心村整合模式、村内集约模式、城镇转移模式

和产业带动模式，王玉东等[21]将重构模式划分为就

地城镇化型、重点发展型、限制扩建型和迁移合并

型 4 种类型。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基于原村

“拆留建”的角度将农村居民点重构模式划分为“拆

迁型”、“建设型”、和“保留型”3 类，如图 1
所示[22]：其中“拆迁型”重构模式为原村整体性拆

迁重构，主要包括迁出生态区型、迁入城镇区型和

迁入中心村型等模式；“建设型”重构模式为异址

新建重构或者部分性拆迁、部分保留重构，主要包

括空散村整合型、中心村建设型和城镇区建设型

（含村改居）等模式；“保留型”重构模式为原村

基本保留性重构，主要包括特色村保留型、基层村

暂留型模式。 

 
注：来源于文献[22]。 
Note: It is according to reference[22]. 

图 1  不同农村居民点重构模式识别 
Fig.1  Recognition of different patterns of rural settlement reconstruction 

 

2  理论分析 

针对不同的农村居民点重构模式，具体重构过

程中所采取的治理路径必然存在显著差异，尤其中

国正处于社会冲突与经济纠纷日益增多的转型期，

尤需关注权益保护、因地制宜地合理选择治理路

径。因此，本文综合 2 个经典理论模型，结合中国

农村居民点重构现实，构建了全新的农村居民点重

构治理路径选择分析框架。 
2.1  威廉姆森的治理结构光谱 

治理结构是 Oliver·Eaton·Williamson（1999）在

社会学研究分类第 3 层次中提出的，针对具体行为

的具体制度安排[23-24]。如图 2 所示，Williamson 将

治理结构归纳为一幅光谱，光谱左端是完全市场治

理结构，右端是完全政府治理，中间是程度不同的

各种混合型治理结构。通过有无投资专用性、有无

保障、是否市场内保障、微观经济抑或公共治理领

域的选择，精炼地展示了 3 种基本治理结构（市场

治理结构、层次治理结构、混合治理结构）在公共

活动领域的地位和作用。Williamson 的治理结构模

型将政府和市场在治理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

区分，并通过最小交易费用计算得出最优治理结构。 

 
图 2  治理结构光谱 

Fig.2  Spectrum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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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众参与的阶梯 

目前“公众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已经

成为公共事务管理和决策中的基本制度[25]，在公共

事务和决策中得到广泛应用。在科学、技术与社会

交叉研究（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STS）
视角下，公众参与可以大致定义为“在有关科学的

议程设置、决策制定、政策形成和知识生产等过程

中，有非专业人员介入，或多或少自发的、有组织

或结构化地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Shelia Jasanoff
认为公众参与阶梯[26]可分为接受、了解、调查、咨

询、辩论、评审、协商、决策 8 个维度，分别对应

不同的公众参与程度（表 1）。 

表 1  公众参与科技政策制定过程的阶梯模型 
Table 1  Ladder model of proces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making 

阶梯 
Ladder 

内涵解释 
Connotation explanation 

参与阶段 
Involvement 

stage 
决策 

Decision 
making 

公众作为决定和出台最终政策的

重要力量，公众意愿在政策最终结

果中得到各个方面的体现 

协商 
Negotiation 

对于具体政策或建议，与专家/政策

制定者进行交流和磋商，在政策结

果引入公众观点 
评审 

Appraisal 
对于具体政策或建议，进行评议和

审议，从而影响政策结果 

大众参与：以公

众和专家/政策

制定者的互动

为主，是参与的

高级阶段 

辩论 
Debate 

对于具体政策或建议，表达不同的

见解，并要求给予回应 
咨询 

Consultion 
对于具体政策或建议，提出自己的

疑问，并要求获得答复 
调查 

Investigation 
对于对方提出的问题，公众通过自

身渠道进行信息搜寻 

大众咨询：以公

众表达观点为

主，是参与的中

级阶段 

了解 
Comprehension 

对于公布的信息，公众主动了解，

以备有条件时发挥作用 

大众传播：以公

众接受信息为

主，是参与的初

步阶段 

 
其中了解和接受对应大众传播阶段，此阶段中以

公众接受信息为主，是参与的初步阶段；调查、咨询

和辩论对应大众咨询阶段，此阶段中以公众表达观点

为主，是参与的中级阶段；评审、协商和决策是大众

参与的高级阶段，以公众和专家/政策制定的互动为

主，能够充分体现公众的绝大部分意志[27-29]。 
2.3  光谱—阶梯治理模型 

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和个人管

理其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30]，治理路径是使相互

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

的持续过程。农村居民点重构关键在于选择的治理

路径是否能够协调好重构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的

利益关系，使得重构行为能够持续有效进行。因此，

有必要建立综合分析框架对治理路径进行具体剖

析。Williamson 的治理结构理论只涉及政府和市场

2 个主体，然而农村居民点重构的治理还涉及到“农

民”这一利益团体。农村居民点重构的核心是土地

产权交易行为，是对土地增值和土地利益的再分配

过程，而农民作为宅基地的使用者，是宅基地产权、

利益分配、福利享受的主体，有权参与其中利益分

配的决策。因此，本文在模型中引入“农民集体”，

考虑到中国现实设定为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且假设

农民集体能够完全体现农民个体意愿，按照“STS”
外部模式的研究思路忽略集体内部博弈过程。图 3
归纳了农村居民点重构治理路径中政府、市场以及

农民集体 3 者在不同的限制条件下所扮演的角色和

作用。 

 

图 3  光谱-阶梯治理模型 
Fig.3  Spectral-ladder governance model 

 
从 O 点开始，当重构治理过程中不存在政府参

与时，将会处于 A 点的理想市场，此时市场会通过

价格机制进行完全公平竞争，进行最优化重构路径

选择。然而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和集体所有，

土地一级市场被政府垄断，不可能存在 A 点理想市

场。当政府仅规划确定是否进行农村居民点重构，

而放任具体治理过程、不采取任何的保障措施时，将

会导致寻租行为的出现，市场必然失灵导致恶性竞争

（位于 B 点）。若政府进行保障措施，可分为 3 种情

况：一种是通过政策、制度等方面对市场提供保障，

此时的农村居民点治理路径主要表现为市场主导的

混合型（位于 C 点），在此情况下，企业作为独立的

利益主体担负主要责任，负责居民点的拆迁、安置等

所有治理过程。政府主要作为监督者、引导者和协调

者，主要通过制定规则、政策和规划，保障市场的稳

定和治理工作的有序进行，并不直接参与治理过程；

二是整个农村居民点重构项目从发起、规划到执行由

政府全权控制，表现为政府主导的混合型治理路径

（位于 D 点）。在此情况下，政府不仅作为执行者和

成本支付者，同时还是政策法令和规划的制定者，根

据公众参与的阶梯模型，公众在此种路径下处于“大

众传播”阶段，即只具备“接受”和“了解”层次；

三是公众参与进入中高级阶段，农民集体为主导的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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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型治理路径（位于 E 点）主导农村居民点的重构过

程。在此情况下，农民集体对公共设施和基础建设进

行组织和开发建设，农民个体体现较强的重构自主

性，政府只给予相应的保障政策。最后，考虑到最有

效率的治理机制总是不同治理路径的混合（Booth，
2002）[31]，设置 F 点作为最终各种治理路径的可能融

合方向。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目前农村居民点

重构的治理路径主要分为 3 个：市场主导型、政府

主导型和农民集体主导型。然而在具体的居民点重

构治理过程中应如何选择治理路径，还需结合不同

重构模式，通过典型治理实践案例进行验证。 

3  实证比较 

3.1  重构模式特征比较 

本文实证比较的最佳选择是应用模型分析当

前重构案例的治理路径缺点并进行修正，而后进行

前后绩效对比验证，但由于政策建议接受程度、研

究时间跨度等种种限制，本文选择了广西省柳州市

河东村、静兰村、四合村 3 个均未完成且特点突出

的重构项目，从项目区地理特征、经济状况、居民

点房屋现状、群众意愿、重构目标、典型特征、持

续时间、资金来源等方面，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实地

访谈，依照模式识别和路径分析判别最优治理路

径，并在最优治理路径修正预期下根据农民满意度

调查比较治理路径绩效。调查共发放问卷 15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137 份，有效率为 91.33%，其中河东

村 46 份，静兰村 48 份，四合村 43 份，分别占样

本的 33.58%、35.03%和 31.39%。通过对比，河东

村属城市近郊，静兰村属东南部乡镇，四合村属城

市远郊，其区域概况有显著差异，各自代表的农村

居民点重构模式也各具特征，如表 2 所示。 

表 2  区域概况及重构模式特征差异 
Table 2  Features’ differences of area situation and rural settlements reconstruction patterns 

特征 
Features 

“拆迁型”：以河东村为例 
Demolition type: Take Hedong village as 

example 

“建设型”：以静兰村为例 
Construction type: Take Jinglan village 

as example 

“保留型”：以四合村为例 
Reservation type: Take Sihe village as 

example 
地理特征 

Geographic 
feature 

城市近郊，地处平原水网区，距中心城镇较

近，交通较为便利 
东南部乡镇，地处丘陵山区，距市区或

中心城镇有一定距离，交通不太便利 
城市远郊，地处山区，远离市区或中

心城镇，交通较不便利 

经济状况 
Economic 
conditions 

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且以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

为主，生产发展与就业转型，兼业行为较普遍

基础设施条件一般，村庄闲置土地多，比较

分散和杂乱，农业收入为主，非农收入小 
村内土地多分散、杂乱，基础设施条

件较差，农户以务农为主 

居民点房屋现状 
Residential 

housing situation 

建房需求较集中，房屋更换周期比较快，1990
－1999 年间的房屋约占 50%，2～3 层房屋居多

建房需求较分散，房屋更换周期较长，

1980－1989 年间的房屋约占 50%，1～
2 层房屋居多 

建房需求分散，房屋更换周期较长，

1980－1989 年间的房屋约占 60%，1
层房屋居多 

群众意愿 
Individuals’ 
intentions 

农民外出打工较多，对耕地依赖性不强，节

地意识较高，具有推进村庄整治、盘活存量

土地，进城愿望强烈 

农民外出打工较少，对扩大耕地规模的

意愿不强，能够接受的耕作半径较小，

但对整治村庄环境、改善生活条件意愿

较为强烈 

农民外出打工极少，对扩大耕地规模

的意愿较强，能够接受的耕作半径小，

虽对改善村庄环境意愿较为强烈，当

往往表示愿意顺其自然 

重构目标 
Reconstruction 

objectives 

以发展工业、服务业和现代农业为主，提高

关联产业的集中度；建造高层住宅，完善配

套设施建设，改善农户居住条件；提高用地

的容积率，节约土地 

落实耕地保护要求，农业适度规模经

营；完善乡村公共基础设施配套，改善

农户居住条件，推动农民适度集中居

住，改善居民点内部空间 

根据市场情况，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

营；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完善乡

村公共基础设施配套 

典型特征 
Typical 

characteristic  

统一规划、统一筹资，统一建设，整体复垦，

集中安置；主要为异地安置，村庄并入城镇

统一规划设计、统一基础设施配套；分村

引导、分户自建，主要为就近调整和内部

整治，从拆除村到中心村或保留保留村 

需求为先、分户引导，农户自主、分

户自建，主要为就近调整和内部整治

持续时间 
Persistent period 结合增减挂钩政策，项目和指标3年内完成周转 3a 内难以完成 全村5年内难以完成，个人完成时间各异

资金来源 
Capital source 

主要政府融资，然后通过增减挂钩后节约土

地进行出让，将出让金用于平衡项目资金 
政府和集体组织对基础实施投资、群众

自筹资金 自筹资金，来源自由 

注：本次调查对象主要针对农村“留守农民”，即“一年中在农村本地居住超过 6 个月的农民”，打工时间是指一年中在市、县、乡镇等外地打工时

间，山区留守农民一般还是以务农为主。 
Note: This survey aims at ‘left-behind’ farmers in rural areas, which are farmers living more than six months in a year in local rural areas. And working time 
refers to farmers’ working time among city, county, township or some other places nearby in a year. As a result, left-behind farmers living in mountains 
generally give priority to agriculture. 

 
3.2  治理路径选择比较 

如图 4 所示，在“拆迁型”重构模式下，由于

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理想市场不存在，并在“拆

迁型”重构模式中建立整治机构，主导整体重构推

进，在市场之外统一筹资、统一建设、整体复垦、

集中安置，对农民、农民集体、投融资机构的相关

规划、设计施工、监理等工作进行协调、委托和监

督，具备非市场保障机制，故而 A1→B1→C1→D1；

同时，政府意愿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再加上大部分

农民对耕地依赖性不强、进城愿望强烈、参与重构

积极性较低，可以认为，在治理过程中完全由政府

主导，农民参与程度可认为只处于 D3 接受和 D4
了解阶段，即是大众传播阶段。 

在“建设型”重构模式下，由于政府垄断土地

一级市场，理想市场不存在，“建设型”重构模式

中具备专用投资，故而 A1→B1；加上由农民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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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整体重构推进，在市场之外统一规划设计、统

一基础设施配套，分村引导、分户自建，主要为就

近调整和内部整治，从拆除村到中心村或保留村，

具备非市场保障机制，故而 B1→C1→D1；由于农

民意愿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再加上外出打工农民较

少，对扩大耕地规模的意愿不强、能够接受的耕作

半径小，但对整治村庄环境、改善生活条件意愿强

烈，故而可以认为在治理过程中，农民参与程度超

过了公众传播阶段，进行了 E1 调查、E2 咨询、E3
辩论、E4 评审、E5 协商，最终达到决策阶段 E6，
即是广泛的大众参与阶段。 

在“保留型”重构模式下，由于政府垄断土地一

级市场，理想市场不存在，故而并在“保留型”治理

路径中 A1→B1；加上“保留型”重构模式针对特色

村和基层村，主要由市场进行主导，在市场保障作用

下由其相对自由地进行重构，故而 A1→B1→C2→C。 

 
图 4  不同重构模式下光谱-阶梯治理路径分析 

Fig.4  Spectral-ladder analysis of governance path in different 
patterns of rural settlements reconstruction 

 
3.3  不同路径绩效优劣比较 

汇总农民满意度问卷调查结果（如表 3 所示），

河东村区域在以政府为主的混合型重构治理路径下，

治理时间（90）得分较高、时间较短，整个项目从设

计到完成耗时预计在 3 a 内完成；且项目集中化水平

较高（91）、建设标准（88）较高，在镇内结合区域

产业进行整村大范围全面整治，新增耕地率和节约建

设用地率比较高，在较好地保护农地（90）的基础上，

较为充分地实现了土地利用规模化、集约化（90）。

然而，以其资金筹措（77）、农民权益保护（78）和

风险程度（80）得分均不高，其原因可能在于：1）
由政府为主导进行治理，住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

村庄复垦都需要有大量资金投入，能否创新融资机制

和解决资金来源成为重构成功与否的关键；2）仅为

公众传播阶段的治理途径，农民只对政府做出的决策

进行了解和接受，被动地放弃农村土地经营到城镇居

住和就业，如何保障自身原有土地使用权收益和享受

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等一系列问题都可

能带来风险，亟需政府有关配套政策与措施跟进。因

此，在以政府为主的混合型重构治理路径中，应该将

新农村建设、城市发展规划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政策有机结合起来，解决资金筹措问题、保障好农民

的未来发展权益。 

表 3  不同重构路径绩效比较 
Table 3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governance 

paths in rural settlements reconstruction 

指标 Index 

以政府为主导 
（河东村） 
Government- 

leading 
(Hedong 
Village) 

以农民集体为主导 
（静兰村） 

Farmers' 
collective-leading 
(Jinglan Village) 

以市场为主

导（四合村）
Market- 
leading 
(Sihe 

Viallage) 
农民权益保护 
Farmers’ rights 

protection 
78 93 88 

保护农地 
Farmland protection 90 86 74 

节约集约用地 
Optimal and 

intensive land use
90 80 80 

治理时间 
Governance time 90 71 85 

建设标准 
Construction 

standard 
88 85 82 

设施完备程度 
Facilities’ degree 92 81 75 

集中化水平 
Concentration level 91 83 74 

风险程度 
Risk level 80 90 89 

资金筹措 
fund raising 77 85 90 

综合得分 
Composite scores 86.22 83.77 81.89 

 
以农民集体为主的混合型治理路径下，静兰村

农村居民点重构项目权益保护（93）得分较高，农

民积极地参与了决策，广泛保护了农民各项权益，

大大提高了项目群众支持度和满意度；由于路径相

对简单、易于推行，有利于利用民间资本部分解决

居民点重构资金短缺的问题，资金筹措（85）和风

险（90）都相对较低；且以农户和农民集体为核心，

能准确把握农户建房的规律，引领农户的规范建

房，建设标准（85）得分也较高，盘活了农村土地

资产，提高农村生产生活水平。然而，此类治理路

径中，节约集约用地（80）、设施完备程度（81）
和集中化水平（83）相对较低，原因可能在于由于

农民素质和专业知识等相关因素的制约，中心村选

址、基础设施配套缺乏正确、有效的政府引导和监

管，未能理顺居民点内土地产权关系，促进闲置土

地合理整治、流转和集约利用；再加上治理时间

（71）得分过低，此类路径往往耗时过长，静兰村

项目耗时预计将超过 4 a，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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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费用和机会成本极大，在保障其公平的同时效

率缺乏。 
在以市场为主的混合型重构治理路径下，四合

村村农村居民点重构资金（90）和风险（89）得分

较高，原因在于市场调节下供给需求相对均衡，不

存在资金缺乏问题，改善需求和资金供给能得到有

效满足，且遵循市场规律，不存在政府、群众利益

冲突、博弈和发展权益保护问题（88），治理时间

（85）也完全根据需求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

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的自然提升，盘活了部分农村土

地资产。然而在此类重构治理路径下，由于缺乏统

一有效的规划和引导，集中化水平（74）、设施完

备度较低（75），建设标准（82）层次不齐，新增

耕地率（74）和节约建设用地率（80）的提升也极

为有限，不能实现城乡发展的全面统筹，不能实现

充分土地利用规模化、集约化，未能起到显著的推

进城镇化进程作用。 

4  结论与讨论 

1）“拆迁型”、“建设型”和“保留型”是

当前农村居民点重构的典型模式，从 3 个案例的比

较分析中可以看出，“拆迁型”重构模式相对适宜

于以政府为主的混合型重构治理路径，“建设型”

重构模式相对适宜于以农民集体为主的混合型重

构治理路径，“保留型”重构模式相对适宜于以市

场为主的混合型重构治理路径。 
2）比较 3 种不同的重构治理路径的优点，可

以发现：①在以政府为主的混合型重构治理路径

下，河东村农村居民点重构取得了相对最好的效

果，绩效综合得分为 86.22。治理时间较短，项目

整体性、综合性强，建设标准较高、项目安置集中，

较为充分地实现了实现土地利用规模化、集约化，

有效实现农村居民点向小城镇集中，工业向工业园

集中、耕地向农业园集中，给城镇发展提供用地空

间，推进城市化进程；②以农民集体为主的混合型

治理路径绩效综合得分为 83.77，群众满意度和积

极性最高，广泛保护了农民的各项权益，路径相对

简单、易于推行，部分解决了资金短缺问题，有利

于破解农民随意违法建房的难题，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用地的节约集约，盘活了农村土地资产，提高农

村生产生活水平，为城镇发展提供了发展空间；③

以市场为主的混合型治理路径绩效综合得分为

81.89，规避了资金和权益风险，不存在政府、群众

利益博弈、冲突和发展权益保护问题。 
3）比较 3 种不同的重构治理路径的缺点，可

以发现：①以政府为主的混合型重构治理路径的难

点在于资金筹措和农民权益保护。②以农民集体为

主的混合型治理路径必须辅助以正确、有效的政府

引导和监管，提供中心村选址、基础设施配套等技

术支撑，并且往往耗时过长，缺乏效率。③以市场

为主的混合型重构治理路径缺乏统一有效的规划

和引导，重构整体性、综合性较低，建设标准层次

不齐，新增耕地率和节约建设用地率的提升也极为

有限，不能实现充分土地利用规模化、集约化，未

能起到显著的推进城镇化进程作用。 
综上，不同农村居民点重构模式下治理路径的

选择应考虑主客观状况的匹配程度。在客观上，各

个地区各种模式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各不相

同；在主观上，政府、农民的重构意愿和村庄重构

目标也不尽相同。市场现实是居民点重构治理路径

选择的基础，农民意愿是居民点重构路径选择自下

而上的内在动力[32]，政府政策是居民点重构路径选

择自上而下的外部引力，可再进一步的研究中探索

融合政府推动、市场配置与农户构想，实现综合治

理路径，在充分保障农民重构主体地位与权益的前

提下，促进农村居民点重构治理绩效最优化。此外，

在当前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要在重构路径中额外加

强政策支持、政府引导和监管，无论是农民集体为

主还是市场为主治理路径，都需要统一有效的规

划、引导，都需要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建设、中心村

选址等支撑，以提高重构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充分

实现土地利用的规模化和集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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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governance path of rural settlements reconstruction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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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rural settlement reconstruction has already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balance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an inevitable trend of modern rural development, shouldering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Promoting rural settlement re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 social consensus. 
However, the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patterns of rural settlement reconstruction is still subpar in practice.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was to enrich the domestic study on the theory of the governance path of 
rural settlements reconstruction, and to explore choices and directions for the governance path on the basis of the 
recognition of different rural settlements reconstruction patterns, and to promote governance performance of rural 
settlement reconstruction. Established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promotion of market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proposed in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een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his article follows a logical thread of ‘pattern 
recognition,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empirical comparison’. 1)Based on an existing literature review,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different reconstruction patterns should be chosen based on the demand of different shapes and 
layout of the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Three kinds of typical patterns of the current rural settlements reconstruction, 
‘demolition’, ‘constructive’, and ‘reserved’ types are recognized distinctively by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ural settlement reconstruction. 2) In a brief review of Williamson's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spectrums, and Ladder’s model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 new analysis framework of 
spectrum–the Ladder governance model has been built by introducing the farmer collective as another subject in 
terms of the reality of China's rural settlement reconstruction, which elicits that the governance paths of rural 
settlement reconstruction mainly includes three paths: the market-oriented path, the government-leading path, and 
the farmer collective-leading path. 3)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fferent reconstruction pattern, three typical 
examples which were not completed and hav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in the Liuzhou city were chosen for 
comparative study focusing o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performance in the different governance paths 
on account of the recognition of different patterns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optimal governance path under the 
correction expectation of the optimal governance path. The conclusion of this article was that different 
reconstruction patterns are relatively suitable for the specific governance paths, and should take the matching 
degree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conditions into consideration, reflecting polycentric governance by the 
government, the market, and individuals.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condition of the current reality of China, 
promotion of the government market, the allocation market, and the farmers' willingness should all be causes of 
concern and policy support. Government guidance and supervis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utility of rural settlement reconstruction. Only in this way, can farmers really become the main body and 
beneficiary in refactoring activities, making the governance effect of rural settlement reconstruction optimal, 
realizing large-scale and intensive land use, and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and facilitate rural prosperity. 
Key words: land use; rural areas; consolidation; models; reconstruction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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